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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的价值

钟必尧，李　忠
（中共赣州市委党校，江西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是其执政历史上的第一次执政。中国共产党
在中央苏区的新军队建设、新政体建设、新经济建设和新文化建设的探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其以后的执政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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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开始于
１９２９年１月，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结
束。在近６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
执政经验，并为中华民族恒久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创建执政的军事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中央苏区进

行局部执政，无疑需要尝试建设一支全新的军队。

早在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就对所带部队进行了著名

的三湾改编，在中央苏区，这种对军队的改编持续进

行。１９２９年１月，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挺
进赣南，转战于赣、粤、闽３省边界，攻克了长汀、上
杭、南丰、会昌等市县，红军有了较快的发展，同时也

暴露出一些问题。由于红军的大部分骨干是从旧军

队起义过来的，并有大量的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

参加，加上又处于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

旧军队作风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大量地反

映到军队和党内来。其中突出的是单纯军事观点、

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在一些干部中，如何实现

党对军队的领导认识不清，发生过争论。这些问题

的存在极大地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和红军任

务的完成。因此，加强军队建设，同军阀主义作风和

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

题。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红四军在上杭古田召开了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批判了各种错误

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通过了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

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的核心是《关于纠正党

内的错误思想》。它强调要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

服非无产阶级思想，首先要抓部队党的建设，从政治

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

民军队。古田会议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军

队的界限，解决了在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环

境中，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和

军队里，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何建

设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样一个根本性的

问题。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党还教育红军指战

员不仅要做战斗队，而且要做革命的宣传队、政治上

的工作队和经济上的生产队。红军打仗不仅是为了

赢得战场上的胜利，而且是要最终解放被压迫的农

工劳动阶级，使整个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

控制。在制度上，党在红军中加强组织工作，下至连

排，上至红军总部都设立了政治委员和各级党委，由

他们在各个级别上监督军事领导。军队提倡为人民

服务，团结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内部纪律

严明，要求做什么，禁止做什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比如“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等等。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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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规定了红军官兵一律平等，穿着同样的衣服，领取

同样的薪水；而且定期举行组织生活会，让广大官兵

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具有如下重大意义：一是

在当时局势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的特殊环境里，

中央苏区有了一支可依赖的钢铁长城；二是红军成

为人民依赖的新型人民军队，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与

过去的旧军队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人民再也不是

军队欺压的对象，相反是红军的依靠，是红军的力量

之源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这就是后来党和

军队以及人民群众一直珍惜的军民鱼水关系。

二、探索执政的新政体

实行苏维埃制，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政体

建设的全新尝试。苏维埃制在中央苏区实行的必然

原因主要是：（１）封建君主专制模式、资产阶级共和
模式在中国的先后失败，亟须中国共产党创建一种

新的政体模式；（２）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示范
作用，便于中国共产党对这种政体的引进与模仿。

从本质上说，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模式是模仿苏联的

苏维埃制，但是，由于具体实施地点在中国，因此必

然有适应本国的一番改造与创新。

中央苏区政体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确立政权的性

质，为此，１９３４年苏维埃宪法第２条规定：中华苏维
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

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

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官

吏，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

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的分子，是没有选举代

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这一规定明确

了苏维埃政权的属性，即苏维埃是人民的政权，一切

权力在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这是

中华苏维埃与历史上一切政权的根本不同。

确立了中华苏维埃政体的性质后，中央苏区政

体建设第二个重点是确立苏维埃权力产生、行使的

新的组织形式。１９３４年苏维埃宪法第３条规定：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

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

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

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这一条既确立了苏维埃的最高权力来自民众，而且

规定了苏维埃最高权力机构。第４条规定：为使工、
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

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１６岁以上皆有苏
维埃选举和被选举权，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

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

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

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

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

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的工

作。这种代表须按期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

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重新选举代表的权利。

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

走向社会主义，中华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

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加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

额。［１］这一条从制度上保障了苏维埃政权权力产生

于人民，它的行使渠道也依靠人民。彻底改变了一

切旧政权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任意欺凌的旧格局，

苏维埃的“官”因此与民有了崭新的血肉联系。权

力机关成员与广大群众地位平等，在制度上保障了

苏维埃执政为民的组织基础。

新政体的确立促进了行政方式的全新转变。权

力机构组织形式的变化，使苏维埃政权行政方式有

了新的面貌，最突出的就是还政于民，密切联系群

众，通过人民群众，实现行政目的，从而达到行政效

率的最大化，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

积极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地虽小却

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

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

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

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

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

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２］

三、构建执政的经济基础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虽然紧密围绕革命战争这

个中心任务展开，但苏区的经济建设并未因此而成

为革命战争的附庸，相反，苏区的经济建设却充满了

许多自主创造性。１９３４年１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
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

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

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

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

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

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

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

合作社。”［３］１３０因而，中央苏区的一切经济工作就是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展开的。

中央苏区新经济建设的重要措施是进行土地革

命。土地革命对于新型的苏维埃而言具有特殊意

义。中国的国情决定农民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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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土地革命的任务就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在中央苏区，

通过土地革命，广大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利益，政治上

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因此

才有了可靠的阶级和经济基础。

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权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

设的第一位。中央苏区地处广大农村，其经济基础

是薄弱的小农经济。由于长期受封建地主的盘剥和

军阀的统治，国民党长时间的经济封锁，苏区经济非

常困难。苏区群众和近１０万红军的粮食、穿衣问题
是其中面临的最为急迫的问题。因此，发展农业生

产紧迫而艰巨。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始终十分关注和

重视农业，强调“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的第一

位，”农业“是发展苏区经济的基础，”并且将这一重

要思想付诸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实践。在组织农业生

产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如组织耕田队、

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植树

造林，消灭荒田，推广先进技术，推动妇女参加生产

等，切实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劳力、耕牛、肥料、种

子、水利等实际困难，使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迅速发

展，粮食生产连续三年增产增收。

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权根据中央苏区实际情

况，建立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位

一体”的经济。苏区的国营经济是各种经济成分的

主导，它是苏维埃政权直接经营的工矿企业与商业，

属于苏维埃全民所有，根据战争需要和实际条件，苏

区的国营企业主要兴办了一些军需工业，如兴国官

田的中央军委兵工厂，瑞金、长汀的中央军委被服

厂，以及中央造币厂、纺织厂、印刷厂、通讯、卫生、交

通材料厂等３２家国营工厂，还有中华钨砂总公司等
工矿企业；合作社经济从性质上说是以群众性的股

分集资为“轮带”的集体经济。苏维埃中央政府先

后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合作社工作纲

要》、《合作社标准章程》等，对合作社的组织原则、

社员权利、民主管理、盈利分配等方面，作了明确统

一的规定，苏区合作社事业因此蓬勃发展。“据一

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

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

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

生产合作社。”［３］１３３由于历史的原因，私人经济在中

央苏区经济中也占有极大的比重，毛泽东和苏维埃

政府认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政府法律范围之

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鼓励。１９３２年１
月，苏维埃政府特地颁布了《工商业投资暂行条

例》，规定在遵守苏维埃法令，免纳国税的条件下，

“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

资经营工商业”，保护其正当的盈利。由于实施了

正确的政策，苏区的私营工商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市

场经济开始繁荣。国营、合作社与私人经济“三位

一体”齐头并进，极大地丰富了苏区的物质条件，有

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事业。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

独特的经济运作模式，完全植根于苏区的现实经济

条件，符合苏区乃至当时中国的实际，这是中国共产

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解决问题的

极佳范例，非常富于创造性。

苏维埃政权结合经济建设惩治腐败，努力开源

节流。毛泽东说：“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

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

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

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

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

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

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３］１３４苏维埃政权建立不

久，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

现象开始滋生。“各级政府的浪费情形实在惊人，

一乡每月可用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元，一县甚至用

万元以上。”“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

报存款，
!

没公款，对所没收东西（如金银物品等）

随便据为己有。”［４］为此，中央政府对腐败现象进行

专项整治。１９３２年３月，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
第八次常务会，决定“严办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

分子”，“号召群众监督各政府经济，并驱逐贪污分

子”。１９３３年１２月，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
污浪费行为》的第２６号训令，对犯罪数额及惩处办
法作了详细规定。中央政府在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

争中，狠抓了几起大案、要案，处决了几个重大贪污

分子，引起巨大震动。如中央政府总务厅的基建处

处长左祥云在承办第二次全苏大会基建工程时，贪

污公款２４６元７角，经查出后，态度恶劣并企图携款
潜逃，逮捕后被判处死刑。

此外，中央苏区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开源节流工

作。１９３４年春，中央苏区掀起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性
节约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仅４月至７月，苏区经
费开支就节省了１３０万元，中央机关精简了２０％ ～
３０％的工作人员。在开展勤俭节约活动的同时，中
央苏区还针对国民党的封锁，采取了开放赤白贸易，

搞活根据地经济；运用税收杠杆作用，增加苏维埃的

财政收入等措施，从而增加苏维埃的财政收入，有力

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事业。

中央苏区在经济建设方面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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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国营、合作社与私

人经济“三位一体”齐头并进，厉行节约，结合经济

建设惩治腐败的做法，对当前的经济建设仍然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确立执政的文化导向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首要的问

题是思想观念的更新。在此方面，中央苏区做了大

量工作。首先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等左倾

错误，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在中央

苏区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道路。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

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领导革命斗争和根

据地建设中，毛泽东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他说：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

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

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

产生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只有蠢人，

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

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５］毛泽东在中

央苏区做了四个大型农村调查：即１９３０年做的《寻
乌调查》、《兴国调查》和 １９３３年做的《长冈乡调
查》、《才溪乡调查》。在这四个调查中，他先后提出

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得出了依靠农

村８０％的贫下中农同２０％的地主富农进行斗争，只
要土地一分，贫下中农全部就站在了革命的一边等

重要的主张。在毛泽东身体力行的影响下，中央苏

区逐步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确立了实事求是，群

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而孕育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

思想。

反对封建主义，树立无产阶级的新观念，是中央

苏区苏维埃政权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

针对封建主义在社会各个方面毒害人们心灵的表

现，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利用革命文艺演出、红

色歌谣等形式，大力树立无产阶级的新观念。在封

建观念中，最为突出的是等级观念、官僚主义和“男

尊女卑”思想。针对等级观念，中央苏区推行官兵

一致，机关工作人员上下一致，官兵无论职务高低，

着装一致，津贴一样。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

立人无贵贱高低，只有分工不同的新观念，对等级观

念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针对官僚主义，充分调动

干部群众民主监督的积极性，杜绝官僚主义滋生的

土壤。针对“男尊女卑”的封建文化，１９３１年 １２
月，中央苏区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

条例》，把保护妇女权利，提倡婚姻自由，争取男女

平等，当作宣传新文化思想的重要任务来抓。中央

苏区所在地基本处于客家地区，“童养媳”、“等郎

妹”、“押山娶妻”等婚姻形式相当普遍。这些婚姻

很多实质上是一种象征性的婚姻，是以牺牲妇女个

人的幸福为代价的，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文化逻辑

在落后山区的野蛮表现。苏区通过开展妇女运动，

不仅倡导了新的婚姻观、解放了妇女，还使广大妇女

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送郎当红军”，甚至亲身投

入革命运动的妇女非常普遍。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媒体与舆论监督

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如《红色中华》、《青年实

话》、《斗争》等主要报刊杂志经常登载批评干部不

良作风的文章。批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１）批
评领导错误，如《红色中华》登了某部长犯了原则性

错误，中央决定降其职务；（２）批评干部作风，如
《红色中华》批评于都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和一

些党员借公款做生意赚钱，使于都物价大涨。与此

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还赋予群众直接参与对干部

的罢免和改选权。如上杭县上才溪乡群众在选举第

二次苏维埃代表中，充分行使了罢免权和改选权，原

７５个代表中，只有２１人再次当选，新当选的占５４
人。下才溪乡９１个代表中，前任代表７３人中有５０
人当选，落选２３人，新当选的占４１人，使工农政权
真正为工农群众中涌现的优秀分子所掌握。毛泽东

在《才溪乡调查》中赞扬这两个乡“成为苏区的选举

运动的模范”。

随着思想观念的更新及惩治腐败、反对官僚主

义等工作的全面开展，中央苏区干部群众精神面貌

发生巨大变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关心群众、廉洁奉公的新思想、新观念得以确

立。那首著名民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

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十分形

象地描绘出了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血肉相连的苏区新

风尚。苏区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直接推动

了苏区建设。红军由井冈山下山时的３６００人壮大
到最高峰时的近１０万人；中央苏区从无到有，管辖
范围达到２１座县城、４５０万人口、５万平方公里。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教

育事业，并在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１９３３年 １０
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学校建

设决议案》和１９３４年２月中央政府颁布的《小学制
度暂行条例》，是苏区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文件。

文件规定：对于全体人民，施以平等的教育。根据客

观形势的需要，苏区建立了四种类型的学校：一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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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星期日学校、短期的职业学校、短期的政治学

校、短期的教员训练班等，这是属于青年和成年的教

育，主要是识字扫盲，同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和

政治水平；二是小学校。苏区实行五年的义务教育，

分前后两期，前期３年，后期２年，招收８岁至１２岁
的儿童。对失学儿童在１５岁以前仍施以学龄儿童
教育。对因故不能提前完成或不能按时完成规定课

程的儿童，修业年限可适当缩短或增加；三是列宁师

范学校、职业学校、政治学校、戏剧学校等，属中学和

大学中间的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中等人

才；四是大学。如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马克思共

产主义大学等，其任务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才。这种

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教育制度，都是根据当时

进行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实际需要而建立的，虽

然还不够完备，但基本上能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建

设的需要。“１９３４年１月，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
省的统计，在２９３２个乡中，有列宁小学３０５２所，学
生８９７１０人。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多数进入
了列宁小学。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２０９６９人（男
１２０７６人，女８８９３人），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６０％：
４０％。而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入学儿童不到百分之
十。”［６］教育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

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能力，增强

了对封建文化的识别能力和免疫能力。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中央苏区的军队建

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仅为当时的革

命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以后中国共产

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执政提供了宝贵经验，

还为当前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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